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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联席会议逐渐成为政府推进重大战略或
综合性项目的重要工作机制。作为联席会议的重要类型，部省际联席会议一般
呈现出怎样的运行机制，其实现制度化运作需要哪些必要的推动因素？论文以
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为基础，构建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部省际联席会
议机制的分析框架，并以部省际联席会议作为研究案例，综合运用重点访谈、
社会网络分析、政策文本计量分析等研究方法，分析部省际联席会议的运行机
制及其实现制度化运作的基本逻辑。研究表明：第一，在部省际联席会议的府
际合作模式中，其运行机制由“自下而上”政策诉求机制和“自上而下”政策
制定与执行机制组成。第二，部省际联席会议各参与部门的权力关系呈现多重
性；第三，部省际联席会议负有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双重职责；第四，地方发展
经济的动机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长期契合，是部省际联席会议持续制度化的
基本逻辑；第五，部省际联席会议机制为地方政府有限度地突破行政级别壁垒，
获取超出自身行政权限的政策资源提供了结构化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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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我国政府体系通过逐渐多元化的跨部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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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应对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环境和重大公共事件（石晋昕、杨宏山，２０１９）。
其中，联席会议作为跨部门合作的重要方式，具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集中
式合作。中央部门间或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府际合作时常以联席会议的方式进
行，召集相关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就重大事项进行集中协商，共同制定和执行
相关政策。第二，非制度化合作。联席会议通常会针对重大事项发展过程中的
新问题而择机启动“合作之窗”，并在新问题解决后完成其历史使命。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部省际联席会议，江苏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
（简称“昆山试验区”）实现了跨行政层级、跨部门、跨领域的府际合作，持续
出台具有创新性的系列政策。相较于一般联席会议，围绕昆山试验区建设所展
开的部省际联席会议呈现出明显的“自下而上”驱动与制度化合作的特征。因
此，本文以昆山试验区部省际联席会议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将研究问题聚焦于
昆山试验区部省际联席会议呈现出怎样的运行机制，以及多个中央部门支持昆
山这一县级市发展的联席会议何以实现制度化运作。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
更好地理解在央地科层制结构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如何通过央地联席
会议路径突破既有的行政体制障碍，解决地方发展与治理问题。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一）文献综述
１ ． 府际合作的特征与类型
府际合作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中央“部部”合作、地方政府横向合作，

以及央地纵向的府际合作等。在中央层面的横向府际合作中，中央层级的“部
部”合作可提高中央政府各部委协作的网络化水平，进而发展为经过功能整合
的大部制部门（施雪华，１９９７；谢庆奎，２０００；曹丽媛，２０１３）。该类府际合
作模式是以少数核心部委的紧密合作为主要内容，视所涉事务的重要与难易程
度，将部门间相近或关联职权集中化（Ｋｉｎｃａｉｄ ＆ Ｓｔｅｎｂｅｒｇ，２０１１；张成福等，
２０１２）。同时，“条条”间跨部门合作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政出多门的问题，利
于提升中央部门的行政效率（黄萃、任、李江，２０１５）。在地方层面的横向府
际合作中，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之间通过降低协调成本和建立互信机制，建立了
一个多部门跨领域分工协作体系（Ｙ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通过“块块”横向府际合
作，地方政府可有效整合各区域或各部门的碎片化权力，使各种权力资源在府
际合作中实现优化配置，促进合作方的利益均衡，提升行政效率（王薇，２０１６；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同时，该类合作模式也通过集体行动减少府际冲突，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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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成本，提升参与部门的协作治理能力（锁利铭，２０１６）。
在纵向府际合作方面，既有的合作模式主要以央地关系为基础，围绕纵向

事权划分，展开具体事务合作（房亚明，２００９；ＭｃＧｕｉｒｅ ＆ Ｓｉｌｖｉａ，２０１０；陈科
霖，２０１５）。尽管中央政府在纵向府际合作中处于领导地位，但在财政分权背景
下，地方政府会根据地方实际情况保持一定的自主性，进而呈现出嵌入自主性
合作的特点（邢华，２０１４；王薇等，２０１４；朱旭峰、赵慧，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２ ． 联席会议的特点及类型
作为我国重要的府际合作类型之一，联席会议在解决跨部门“九龙治水”

等问题中发挥了独特作用。既有的相关研究主要侧重于讨论部际、部省际联席
会议中的横向协同机制。首先，部际联席会议作为典型的中央“条条”横向府
际合作方式，参会的中央各部门多以平等关系来协调重大事项或突发事件中不
同部门的利益，最终以集体行动方式完成会议的各项议程（朱春奎、毛万磊，
２０１５）。其中，中央相关部委领导、具体业务部门负责人和一般工作人员等不同
行政层级人员共同参与联席会议，从而保证政策决策和执行的专业性与有效性
（麻宝斌、仇

"

，２００９）。同时，参与部际联席会议的中央部门在行政级别上具
有平等地位，使得联席会议的参与方得以对等协商重大事项并达成政策共识，
这是此类横向府际合作的重要特征（徐艳晴、周志忍，２０１４）。

其次，相较于部际联席会议，部省际联席会议①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合作部门
除了中央部门间的“条条”横向合作，还包含了中央部门与省级政府的“条
块”横向合作（朱德米，２００９）。尽管中央部委与省级政府在合作过程中行政
级别对等，但在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由于中央部门占有政策资源的主导权，
因此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间形成了业务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周志忍、蒋敏娟，
２０１３）。

３ ． 文献评述
综上所述，相关专家学者对府际合作、联席会议的特点与类型进行了比较

系统的分析，但既有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首先，相关文献侧重于探讨横向或
纵向府际合作的形式，且角度比较单一，而对解决治理难题的多层级府际合作
实践缺乏更为系统的案例研究；其次，在分析联席会议的运行机制方面，既有
文献侧重于研究“条条”和“条块”的横向合作类型，较少涉及包含中央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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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省部协作的联席会议在官方称谓上有所差异，如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大运河
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被冠名以“省部际联席会议”，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舟山
群岛新区建设被冠以“部省际联席会议”。其中，只有昆山是唯一由县级市“自下而上”驱
动并成功运作的省部／部省际联席会议。



和地方政府的“条块”纵向合作联席会议的运行逻辑。而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
第一，本文从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的研究视角出发，构建昆山试验区部省际联
席会议的基本分析框架，进一步扩展该理论在中国央地府际间集体行动领域的
解释范围。第二，本文以昆山试验区部省际联席会议作为典型研究案例，综合
运用重点访谈、社会网络分析、政策文本计量分析等研究方法，分析部省际联
席会议的运行机制及其制度化逻辑。第三，在解析昆山案例的基础上，比较系
统地归纳了部省际联席会议的会议驱动方式、所涉部门的类型与职能、部门间
的权力关系、会议制度化特点等内容。

（二）逻辑分析框架

１ ． 理论基础
在联席会议等多层级府际合作的研究中，学界多运用协同治理、整体型政

府、多层次治理等理论分析政府间合作的特点和形式。其中，制度性集体行动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简称ＩＣＡ）理论能够更为系统地分析府际合作机
制所面临的困境及解决困境所可能产生的合作类型（蔡岚，２０１９），ＩＣＡ理论认
为政府之间能够通过集体行动的方式签订政治合约，并通过政策协同的方式实
现共同的行政目标，是基于集体行动带来的交易成本小于合作收益，且能将合
作风险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Ｆｅｉｏｃｋ，２００９）①。

其中，交易成本和合作风险是导致制度性集体行动出现困境的核心因素。
首先，在参与集体行动的全过程中，各个政府主体需要付出大量的成本。在参
与集体行动前寻求潜在合作伙伴的过程中，单个政府主体需要付出收集信息和
沟通的成本，在签订政治合约过程中需要付出让渡自主性和协调的成本，在参
与集体行动后需要付出执行政治合约的成本（Ｆｅｉｏｃｋ，Ｓｔｅｉｎａｃｋｅｒ ＆ Ｐａｒｋ，
２００９）。并且随着参与主体的增加和外部强制力介入程度的加深，单个政府主体
所要付出的交易成本升高，从而提高集体行动的机会成本（锁利铭等，２０１６）。
其次，各个政府主体在外部强制力介入程度不深的条件下参与集体行动时，可
能会由于利益分配不均、参与主体退出、协调成本过高等原因，导致集体行动
的合作风险升高（崔晶和汪星熹，２０２０）。

基于集体行动面临交易成本高和合作风险大的困境，ＩＣＡ理论提出了缓解合
作困境的机制。该机制从外部强制力介入程度和集体行动复杂程度两个维度提
供了１２种集体行动机制，这使得不同的模式在降低交易成本和缓解合作风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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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合作收益包含了集体性收益和选择性收益，其中集体性收益包括溢出效应、内部性
外部化、规模经济等，选择性收益包括社会资本、信任、声誉等。



面呈现出不同的特点（Ｆｅｉｏｃｋ，２０１３）。其中，参与集体行动的政府部门越多，
跨行政层级程度越深，则该集体行动的交易成本越高，同时外部强制力的干预
程度越高，越能降低集体行动中的合作风险（戴亦欣和孙悦，２０２０）。但由于参
与合作的政府部门没有签订具有明确权利和义务的合作契约，如果参与方认为
该集体行动所带来合作收益小于交易成本，则可能相对自主地退出集体行动，
从而导致该类集体行动不具有约束性和强制性，产生较高的合作风险（Ｆｅｉｏｃｋ，
２００７；锁利铭、廖臻，２０１９）。

２ ． 概念界定
本文基于府际合作相关理论和部省际联席会议的特点，以及ＩＣＡ理论的相

关内容，构建了部省际联席会议机制的基本概念：中央政府为解决重大公共治
理事件或完成综合性项目，授权联席会议的组织部门召集相关中央部门和地方
各级政府，在对地方基层政府呈送的政策诉求进行联席讨论的基础上，联合出
台新政策，并由相关中央部门支持地方基层政府执行政策的集体工作机制（周
志忍、蒋敏娟，２０１３）。
３ ． 分析框架
本文基于ＩＣＡ理论及相关研究（司林波、张盼，２０２２），建构了部省际联席

会议运作机制的分析框架。本框架的具体内容如图１所示。

图１　 部省际联席会议逻辑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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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一致性动机。部省际联席会议参与部门的一致性动机是为了解决复
杂性公共事务或完成重大项目任务，该一致性动机的实现需要满足共同意图和
合作利益两个先决条件。首先，解决复杂性公共事务或完成重大项目任务是各
政府参与部门的共识。解决复杂性公共事务或完成重大项目任务具有重要的
“讲政治”意义，且只能由中央部委和省级政府通过省部合作方式才可有效解
决。其次，参与部省际联席会议的政府部门能够获得合作收益。ＩＣＡ理论将合作
收益分为集体性收益和选择性收益两种收益类型，本文案例中的集体性收益主
要体现于参与部门积极响应中央对台“以经促政”的战略目标，是政治表现上
的“加分”，选择性收益主要体现于参与部门官员的“政治晋升”激励。

第二，核心行动者。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是部省际联席会议的核心行动者。
部省际联席会议通常是由国务院批准设立，并授权相关中央部门牵头筹备和召
开联席会议，横向协调各中央党政部门参与其中并提供必要的政策资源。在部
省际联席会议中，省级政府扮演承上启下的角色，承担向中央部委呈交联席会
议支持政策草案和配套提供或落实政策红利的责任。当涉及切身利益时，地方
基层政府一般会积极准备政策草案，并在上级政府的支持下贯彻落实中央专项
政策。

第三，行动策略。部省际联席会议的行动策略主要由两种方式组成。第一
种方式为情感驱动。各参与部门经由联席会议下的跨部门合作，逐渐形成共同
解决难题的合作网络，并加深部门间的信任关系。随着联席会议的定期召开，
这种以合作网络和信任关系建立起来的情感驱动，促进了制度性集体行动目标
的达成。第二种方式为利益驱动。只有基于“合作成本小于合作收益”原则所
建构的部省际联席会议合作机制，才能稳定且有效地降低特定政策形成与实施
的集体交易成本和合作风险，进而实现或扩大各参与部门的总体合作利益。

第四，宏观结构。部省际联席会议机制整体呈现领导型网络治理的结构特
点，即该机制的实际运作是以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为核心，参与部委的位阶比
较平等。在此制度性集体行动中，地方政府多扮演政策方案供给与具体政策执
行的角色，但其自身“自下而上”的政策推动会非常积极活跃。

第五，在缓解制度性集体行动困境中，部省际联席会议多采取类似多目标
区域管理（ｍｕｌｔｉｐｕｒｐｏｓｅ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机制（Ｆｅｉｏｃｋ，２０１３），该机制是由国务院指
定相关中央部委来设计与协调政府间政策网络的开发与管理（Ｐｒｏｖａｎ ＆ Ｐａｔｒｉｃｋ，
２００８），以解决特定区域的复杂性公共事务或重大项目工程，例如昆山试验区虽
然“锁定”于昆山这一县级市①，但中央赋予试验区“先行先试”的使命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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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昆山试验区在２０１３年设立初期的国务院批复区域范围包括昆山市内的国家级、省级
开发区，２０２０年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昆山试验区范围至昆山全市。



要求，使其政策需求或政策目标涉及诸多政策领域①。相对应地，参与其中的中
央部门与省市政府机构的多元性与合作政策领域也远超单一政策范畴。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国务院于２０１３年批准设立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部省际联席会议

（简称“昆山试验区联席会议”），其主要目的是解决昆山试验区发展过程中所
面临的系列重大问题。选择昆山试验区联席会议作为本文重点研究对象的主要
原因在于：该会议是典型的部省际联席会议，且所涉行政层级与参与部门的专
业职能范围都是目前最为复杂的府际合作方式②。同时，由于每年联席会议所涉
政策领域有所差异，参加联席会议的中央部门在１２—２８个之间，基本涵盖了联
席会议框架下的多种府际合作类型。虽然昆山试验区部省际联席会议是一个典
型且独特的案例，但可为其他地方政府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包括但不限于如
何利用并扩大央地府际关系中的合作与信任网络，将地方发展需求纳入国家政
策议程，进而解决央地科层结构下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二）研究方法
本文在单案例分析部分使用三种具体研究方法。第一，重点访谈。笔者团

队在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间分别对相关中央部门和参与联席会议的昆山政府相关部门
工作人员，以及昆山台资企业负责人进行重点访谈。同时，笔者也在２０１９年对
昆山试验区部省际联席会议的政策征求意见会议进行了全程参与式观察。第二，
社会网络分析。本文使用Ｇｅｐｈｉ软件对昆山试验区联席会议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府
际合作程度进行可视化分析，运用节点数、连接线、网络密度、直径、平均路
径长度等指标测度③呈现府际合作的紧密程度（曾润喜、朱迪，２０１９）。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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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昆山试验区的发展具有多目标、多任务属性，包括但不限于台资产业集聚、平台建
设、两岸服务业合作、两岸货币结算与借贷投资、财税支持、内销便利化、科技研发与中
介等。

昆山试验区部省际联席会议参与方的行政层级跨越了中央部门、省政府（厅局）、地
级市政府（局处）与县级市政府。

节点数：衡量参与府际合作的部门的数量，节点数越多代表参与府际合作的部门数
越多；连接线：衡量部门间合作的次数，合作的次数越多，连接线的数量越多；网络密度：
衡量部门之间的合作紧密程度，数值越大表明合作程度越紧密；直径：衡量两个部门之间合
作的最大距离；平均路径长度：两两节点之间的平均距离。



政策文本计量分析。本文对历次昆山试验区联席会议出台的政策文本具体条款
进行整体性分类，系统梳理各领域政策的分布比重，并分析重点政策条款的实
施情况，以考察其政策创新的效果（黄萃、赵培强、苏竣，２０１５）。

（三）数据收集
相关数据收集工作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本研究在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对

昆山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员、台商进行重点访谈２５人次，并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简称“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简称“国台
办”）参与联席会议的相关司局工作人员进行了８人次访谈。同时，通过国家发
改委、江苏省发改委、昆山市发改委网站及昆山日报等网站，收集整理省部级
官员关于昆山试验区联席会议的相关讲话内容。其次，本文对调研所得的９次
昆山试验区部省际联席会议纪要所列具体参与部门、所出台政策，以及每一项
政策所涉及的负责部门进行了分类和归纳。

四、案例分析

（一）昆山试验区部省际联席会议设立的缘起
自１９９０年初，苏州昆山市大力吸引台资企业落地发展，通过自身行政体制

改革与不断积极地向上争取政策红利，为台资企业集聚昆山创造了良好的营商
环境。经过３０年的发展，昆山已经成为两岸产业合作的标杆城市，聚集了大陆
１ ／ ９的台商投资，并连续１７年蝉联全国百强县之首。但受限于其自身县级市的
行政级别，昆山党政系统一直致力于为其台资产业的高质量稳定集聚发展，寻
求超出其行政权限的政策资源与渠道，包括充分利用中央领导视察昆山、“勤跑
部委”等方式。其中，在２０１１年１１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视察昆山市时，
昆山获得昆山试验区与部省际联席会议获批的“机会之窗”。温总理提出要给予
昆山台资企业更多的政策支持，指示后续由中央相关部门与江苏省人民政府、
苏州市人民政府、昆山市人民政府共同推动设立昆山试验区，并建立昆山试验
区部省际联席会议机制。

（二）昆山试验区部省际联席会议的运行机制
昆山试验区部省际联席会议“政策征集与讨论———逐级呈报———会议讨论

———政策出台———政策执行”的运行过程呈现“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
结合的特点（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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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昆山试验区部省际联席会议的运行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１ ． “自下而上”的运行机制
昆山试验区作为国家级试验区，其所包含的政策红利效应，“除了直接使昆

山受益外，还会间接外溢到苏州市甚至江苏省”（２０２１０７０９ － ＳＦＧ，苏州），这
就激励了江苏省政府和苏州市政府在该政策提请过程中扮演协力者角色①。因
此，昆山试验区联席会议“自下而上”的运行机制呈现出“昆山市———苏州
市———江苏省———国家发改委”的“条块”纵向府际合作模式。昆山市收集、
整合与拟定有利于昆山试验区发展的政策“期待”，通过昆山试验区联席会议机
制“自下而上”地逐级提请政策审议稿至中央层级。其中，国家发改委作为部
省际联席会议的中央层级召集方，依据政策讨论稿所涉政策领域函邀其他部委
办，正式召开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协商的联席会议。

具体而言，昆山市委、市政府因应昆山试验区发展的需要，常设昆山试验
区推进工作办公室（简称“昆山办公室”）作为昆山试验区日常管理部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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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央地科层制架构，昆山市若无法借助该联席会议机制将政策诉求国家发改委进
行提请，需要经历苏州市和江苏省“例行”的行政审批流程，并有可能被这两级政府以超出
行政权限为由否决审批。



要负责部省际联席会议支持政策的征求意见和起草工作。该办公室通过试验区
企业座谈会、专家咨询会以及向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征集政策等方式，汇总关于
促进昆山试验区发展和深化昆台产业合作的政策建议。昆山办公室对政策建议
进行整理后形成政策审议稿，呈报昆山市政府。昆山市政府将修改后的政策审
议稿逐级呈报苏州市政府与江苏省政府。江苏省政府对审议稿进行再审议后，
将最新版审议稿函送国家发改委相关司局①，并由国家发改委函送其他相关中央
部委。该部省际联席会议每年商请中央部委参与的数量，取决于昆山试验区需
要向哪些中央部委协调争取哪些领域的政策红利支持。在昆山办公室举行的政
策征求意见会上，办公室负责人向台资企业家、北京和上海的咨询专家表示：

２０２１年３月以来，我们启动了第九次部省际联席会议的政策研究工作。
广泛开展走访调研，……多次召开部门研讨会、专家咨询会，反复论证台
企台胞提出的政策诉求，提炼形成先行先试政策措施。（２０２１０７０６ － ＫＦＧ，
昆山）②
２ ． “自上而下”的运行机制
中央各部门与江苏省政府就审议稿所列相关政策进行充分协商，并明确各

部门所对应负责的政策条款。在“部－省”层级的政策协商与制定过程中，昆
山试验区部省际联席会议所确定的系列支持政策是会议参与各方合力协作的结
果。就合作次数来看，联席会议已形成比较稳定的“国家发改委—江苏省政府
—国台办”的“铁三角”府际合作网络，使该联席会议的运作是中央部委“部
部”间和“部省”间两个政策合作网络所形成的叠加结构。该府际合作网络整
体呈现出多行政层级与多职能部门紧密协作的特点。

具体而言，第一个政策合作网络是中央部委与江苏省政府的合作。在联席
会议召开期间，江苏省政府与中央部委经过协商后，共同提供试验区发展所需
的支持政策，使“部－省”间在宏观层面呈现出横向合作的特点。虽然江苏省
政府对其下属的昆山市具有一定的政策供给能力，但若没有中央相关部委在特
定领域的授权或放权（如在税收、金融、海关等领域），江苏省对昆山市的政策
供给范围或力度会受到明显限制。在试验区部省际联席会议的政策过程中，江
苏省政府层级实际上并不直接参与其中具体政策的操作，关于试验区发展所需
领域的具体政策，多是由省政府其下各厅局处来研拟与运作。在此部分，中央
部委中的相关局处与对口的江苏省政府相关厅局处进行业务上的对接联络，这
是一种专项政策领域的中央－地方政府机构间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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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其中，由于涉台归口管理原则，国家发改委外资司（港澳台办）发挥了比较积极的作用。
“２０２１０７０６”表示访谈日期是２０２１年７月６日；“ＫＦＧ”表示访谈部门的缩写下同。



第二个政策合作网络是中央部委间的合作。与会的中央部门根据拟提请的
政策措施，平等地协商并联合出台适用于昆山试验区的新政策。其中，国家发
改委与国台办是政策制定过程中相互合作程度最高的两个中央部委。这两个部
委与商务部、工信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部门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形成较为
频繁的协作关系。在中央部委间的合作过程中，国家发改委居于中央层级事务
协调的核心位置。该部门在接收到江苏省提请上来的政策审议稿后，由其下设
的联席会议办公室将审议稿函送到各相关中央部委并收集反馈意见。在联席会
议筹备阶段，该办公室根据各中央部委对政策审议稿的反馈意见，初步确定联
席会议政策审议议程，以及协助总召集人（一般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级别）邀
请相关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参加会议（２０２００９１４ － ＦＧＷ，北京）。

在昆山试验区联席会议的政策过程中，一项政策一般由多个部门来共同协
作与负责，这使得该府际合作网络的总体特征表现为：第一，府际合作的节点
数有３８个，连线数为２５６条，这表明此府际合作网络共有３８个机构（含中央
部门和地方政府）参与相关政策的商定，并且多数部门之间具有比较密切的政
策合作或协调关系；第二，府际合作网络密度为０ ３６４，直径为４ ０００，平均度
为１３ ４７４，这也表明联席会议的府际合作比较紧密（如图３所示）。同时，由
于昆山试验区部省际联席会议所涉及的工作具有明显的涉台属性，国台办在联
席会议运行机制中处于重要的辅助协调地位。国台办（又称“中台办”）既是
国务院主管台湾事务的办事机构，也是中共中央主管对台工作的职能部门，这体

图３　 部省际联席会议政策的府际合作网络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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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中央对试验区联席会议涉台事务的充分支持。国台办与国家发改委合力横
向协调各相关中央党政部门参与联席会议并提供必要的政策资源，以保证联席
会议的部门参与程度与会议品质（２０２００９１４ － ＦＧＷ，北京）。在会议期间，各
部门对政策草案进行充分协商后，最终形成政策会议纪要，列出各部门关于昆
山试验区的具体支持或优惠举措。苏州市政府和昆山市政府作为该会议纪要的
具体政策执行部门，在联席会议结束后，对接相关中央部委的具体业务司局，
落实各类政策支持事项。

（三）昆山试验区获得的政策支持情况
由于中央层级的正式会议时间有限，中央部门及其下属司局处一般会根据

江苏省呈报上来的昆山版政策“菜单”进行前期研究，并进行选择性授权或放
权，即各个中央部委酌情对江苏省上报的政策目录进行“点菜”，但不会超出政
策“菜单”的范围。历次昆山试验区部省际联席会议通过纵向和横向府际合作，
共制定了涉及两岸产业合作、台资产业转型升级平台建设、金融创新等１０大领
域共计１３４项优惠政策。其中，金融创新类政策是联席会议出台数量最多的政
策类型，共计３２条，占所有政策的２３ ８８％；其次为贸易便利化和两岸产业合
作类政策，分别出台２３条与２０条，占所有政策的１７ １６％与１４ ９３％。通过部
省际联席会议，昆山试验区获得了一系列具有地方试验性质的新政策，如支持
台资银行申请在昆山试验区设立营业性机构、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
支持昆山试验区台资企业集团内部人民币跨境双向借款业务试点等远超一般县
级市可获取的创新性政策资源。

同时，昆山试验区部省际联席会议所提供的系列政策红利，整体上为昆山
试验区的发展和昆山对台工作提供了中央特许的政策保障与支持，持续促进昆
山的台资电子产业制造集群的发展，减少了阻碍外向型台资经济发展的行政壁
垒，优化了昆山的营商环境。

借助试验区，昆山在金融方面做出很多亮点，其他政策都受制于行政级
别。比如，（福建）平潭还有１５％的企业增值税；再如，人才政策、人才个
人所得税等等。（２０１７０８２９ － ＫＪＲ，昆山）
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摩擦、外向型产业出口贸易环境恶化的背景下，联席会

议及时向昆山试验区内企业提供了转型发展所需的重要政策支持。例如，企业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政策突破了原有“境内关外”的海关监管限制，使
试验区内企业通过一般纳税人身份获得“关内”待遇，并抵扣国内增值税的相
应税金。这项政策直接“降低了昆山试验区内台资企业进入大陆市场销售的阻
力，减缓了企业由于国外市场需求下降所带来的经营压力”（２０２１１１１５ － ＧＴ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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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不可否认，近１０年昆山台资产业集群的稳定集聚及其良好的经济绩效
表现，也是昆山试验区部省际联席会议制度性集体行动存续的动力之一。

昆山试验区设立部省级联席会议，每年基本能获批一些优惠政策，第三
次突破了昆山综合保税区（综保区）的发展瓶颈。……鼓励本地产业本地
清关，给予企业“一般纳税人资格”才能做内销，不通过境外、直接进行
内销。（２０１６０６１８ － ＫＪＲ，昆山）
（五）昆山试验区部省际联席会议得以制度化的基本逻辑
昆山试验区部省际联席会议与其他类型联席会议的重要差异在于，如此纵

向跨越四个行政层级，且中央多个部委集中为特定县级市挹注资源的联席会议
能够持续且制度化地举行。如前文所述，昆山试验区部省际联席会议已经形成
稳定的多层级政府部门间的制度化合作协商机制，而其他类型的“省部”或
“部部”联席会议多为非连续性或低度制度化的遇事协商机制。昆山试验区联席
会议得以制度化，是大陆对台工作的基本方针与昆山推动经济发展的作为相契
合的结果。
１ ． 政治逻辑：大陆对台工作的基本方针
地方政府向中央争取政策支持往往要展现出地方政府诉求目标与中央方针

政策与战略需求的契合性。两岸经济与产业的稳定合作是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与未来国家统一的重要内容与路径。昆山试验区通过部省际联席会议向上争
取昆台产业合作的政策红利，吸引大量台商直接投资，十分契合中央对台“以
经促政”的基本工作方针。

昆山试验区部省际联席会议本身是由国务院批复设立，并由国家发改委召
集执行，具有很高的组织合法性。在此联席会议架构下，中央各部门积极响应
党中央、国务院对台工作的基本方针，持续支持昆山台资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这是本部门与中央政策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加分表现。江苏省各级地方政府通
过联席会议机制积极上呈涉台政策方案，也是对中央对台工作基本方针的地方
性响应，如此可获得“政治晋升锦标赛”和上级政府相关工作考核的“先机”，
这也是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共同推动昆山试验区部省际联席会议制度化的政治
动机（赵子龙、何明帅，２０２０）。
２ ． 经济逻辑：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动机
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主要围绕如何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而展开，昆山亦不例

外。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台资经济发挥了重要且独特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曾
表示“祖国大陆的发展，功劳簿上要记上我们台胞台企的一笔” （刘结一，
２０１８）。在推动两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产业链融合进程中，昆山历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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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官员擅长利用中央对台经济工作的要求，不间断开启“政策诉求之窗”，持
续性推动昆台经济融合（赵子龙，２０２１）。

在改革开放初期，作为农业县的昆山在苏州市下辖区县的经济发展排名中
处于末流。昆山以１９８５年自办全国首家县级经济开发区并努力争取中央认可为
开端，破除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行政壁垒成为昆山历任党政主政官员推动地方经
济发展的基本共识，尤其是昆山政府通过持续不断地建构央地关系网络，向上
级政府和中央部门积极争取了诸多超出自身行政权限的政策优惠。其具体体现
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昆山有计划地长期“勤跑部委”。昆山将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与中央对
台政治经济逻辑进行“无缝对接”，与苏州市一起积极争取中央部门将对台经济
试点优先“落户”昆山，使昆山升级为大陆对台经济工作的国家级试验区。同
时，昆山党政机构积极利用中央部门（司局）负责人每年考察昆山“典型”的
机会，与中央部门相关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建立长期良好的业务互动与政策沟通
关系，并与主要中央部门建立了较为密切的沟通机制。例如，昆山市政府有意
识地以业务学习名义，将本地干部派遣到对口的中央部门进行借调工作
（２０２００９２５ － ＫＦＧ，昆山）。

第二，昆山党政官员善于把握国家领导人视察昆山的机会积极争取政策支
持。国家领导人数次视察昆山时，昆山主要官员敢于当面争取中央领导的“首
肯”政策支持，包括昆山国家级出口加工区获批、上海地铁延伸至昆山花桥镇、
昆山试验区获批等（赵子龙，２０２１），均有国家领导人在昆山视察时做出相关指
导或指示的加持。

第三，昆山党政部门积极利用第三方力量做央地沟通工作。昆山党政部门
注重寻求与昆山有“亲缘、地缘、业缘”关系的著名专家学者、退休高级官员
来协助其研拟发展政策，争取中央部门的关注与支持。例如，在１９８０年代末，
时任昆山市市长吴克铨利用向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汇报昆山乡镇经济
与自费创办开发区情况的机会，寻求费教授支持昆山自办经济开发区的“转正”
和“升格”，费教授随后以全国人大提案方式，助推了昆山自费开发区得到中央
认可的进程（吴克铨，２０１０）。

因此，昆山试验区部省际联席会议机制能得以制度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地
方经济发展逻辑契合中央对台政治经济逻辑的结果，也是昆山基于自身台资产
业集聚的特殊优势进行长期经营的结果。尽管昆山试验区设立的目的是推动两
岸（昆台）产业合作，部省际联席会议的“政策红利”也是围绕昆山试验区台
资经济发展而产生，但实质上昆山全境的经济发展极大地受益于试验区联席会
议“政策红利”的正外部性，诸多中央特许的专项政策也直接巩固了昆山在大
陆范围中的台资经济“高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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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结论

本文以昆山试验区部省际联席会议机制为研究案例，通过重点访谈、社会
网络分析、政策文本计量等研究方法，分析昆山试验区部省际联席会议的运行
机制及其制度化逻辑。虽然昆山试验区部省际联席会议所指向的目标领域具有
涉台特色，但该机制的经验值得其他地方政府以及部分中央部门借鉴学习。基
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得出如下相关结论。

第一，部省际联席会议府际合作的运行机制大致由“自下而上”政策诉求
机制和“自上而下”政策制定与执行机制组成。由于我国央地关系内含复杂的
“条块”结构，地方政府在应对重大公共治理事件的过程中往往需要与上级政府
机构（含中央部门）进行繁复的政策争取。特别是这种“自下而上”的政策争
取方式，往往会呈现一定的分散性与不确定性，容易耗费大量行政资源，进而
出现政府间集体行动的机会成本高与合作风险大的困境。此时，部省际联席会
议的府际合作则通过相对制度化的中央部门间横向府际合作以及中央部门与地
方政府纵向府际合作的叠加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多行政层级与多专业职
能部门的政策资源，有助于实现复杂治理问题的解决。

第二，部省际联席会议各参与部门的权力关系呈现多重性。具体而言，这
种多重性权力关系包含三种不同的类型：一是中央部门间对等协商的权力关系。
在联席会议框架下的中央各部门基本处于同一行政层级，可以对等协商方式展
开合作。二是虽然多数中央部委与省级政府的行政级别同为省部级，但由于中
央部门占据高位政策资源，中央部门的相关司局处与省级政府下属厅局处之间
存在对口政策领域的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三是中央部门与省以下地方政府，
以及省政府与省以下地方政府在行政级别上呈现明显的上下级关系，中央部门
可利用自身行政资源和权力优势，在宏观层面指导省以下政府开展工作（朱德
米，２００９）。

第三，部省际联席会议负有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双重职责。部省际联席会议
除了整合各参与方的政策资源以制定相应政策外，还肩负推动各中央部门和省
级政府落实政策资源供给，以及督促地方政府有效执行相关政策的职责。具体
而言，部省际联席会议体现了以“地方政府启动，中央部门授权”为特点的央
地关系。地方政府“自下而上”的政策诉求为部省际联席会议开启“会议之
窗”，昆山试验区联席会议的政策过程体现出，具有主动性的地方政府在中央表
态原则性支持的基础上，积极推动上级政府与中央部门围绕具体政策领域展开
跨部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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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地方发展经济的动机目标长期契合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是部省际联
席会议得以制度化的基本逻辑。通常情况下，部省际联席会议机制是应对重大
治理事务和服务特定区域发展而产生的，并在相关任务完成后也就完成了历史
使命。而当该联席会议是服务，如“实现国家统一”等特定且长期性的高阶政
治目标时，部省际联席会议则在中央层级便具有了长期存在的基本共识。同时，
联席会议的制度性集体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昆山地方政府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长期经营、久久为功的结果。若没有３０年的台资产业集聚与昆山整体经济发展
绩效出色，就非常难引起中央对该县级市长期的特殊“关爱”。

第五，部省际联席会议机制为地方政府有限度地突破行政级别壁垒，获取
超出自身行政权限的政策资源提供了结构化的机会。昆山等县级地方政府若依
行政层级逐级向上提请政策诉求，至少需经历地级市、省级政府的“块块”关
口。而昆山试验区部省际联席会议可使地方政府获得直接向中央部门提出政策
诉求的制度性“快车道”。因此，这种行政层级的突破并没有打破原有央地科层
制的架构，而是特定地方政府据此可获得超出自身权限的超额“事权”
（２０２００９２７ － ＫＦＧ，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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